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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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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双元学习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具体作用机

制，考察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基于 285份有效问卷数据，利用 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

明：网络导向有利于提升初创企业绩效；网络导向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

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而

对探索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未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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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纵观我国创业态势，初创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有效地带动了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的重要推动力量。虽然创业活动蓬勃开展，但初创企业仍面临诸多挑战使其失败率居高不下。一方面，我国

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制度的变革、技术的快速迭代及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使初创企业的外部环境充斥着不

确定性（蔡莉和单标安，2013）；另一方面，与成熟企业相比，初创企业固有的新生弱性导致其自身资源匮乏，

严重阻碍企业在创建初期的生存与发展（赵文红等，2014）。因此，初创企业如何应对资源短缺，如何提升企

业绩效以摆脱高失败率的厄运成为创业研究的热点议题。

受制度、国情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市场运营的初创企业往往因缺乏合法性从而难以借助政府机

构或金融市场来获取所需资源。因此，创业网络成为其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渠道（蔡莉和单标安，2013）。此

时，网络导向通过驱动企业积极构建网络关系以访问外部资源，成为初创企业弥补自身资源缺陷并提升企业

绩效的有效战略（董保宝等，2016）。学者们普遍认同网络导向作为企业的基本信念或价值观需经由一定的

行为机制才能转化为企业绩效（郝生宾等，2019），并纷纷对其作用机理展开初探。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

于资源管理视角考察资源整合（任萍，2011）与资源编排（贾玥等，2020）等行为在网络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间

的作用，鲜有学者立足于学习视角对其作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未能全面揭示网络导向提升企业绩效的

“黑箱”。

根据组织学习理论，学习是企业对知识与技术等资源进行更新、重组与创造以提升自身价值的有效手段

（King，2009）。虽然网络导向引导企业对外部知识与技术等资源的访问，但网络中何种资源被企业选择，以

及企业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可能取决于企业不同的学习方式，即探索式与利用式。探索式学习强调对新知识

的搜寻与创造，而利用式学习则强调对原有知识的改进与提升（Levinthal和 March，1993；Atuahene‑Gima和
Murray，2007；Li et al，2010）。换言之，网络导向作为企业构建网络关系的驱动器，能够引导企业访问外部资

源，进而触发双元学习并为之提供投入要素，最终提升企业绩效。因此，本研究认为网络导向很可能通过双

收稿日期：2021‑9‑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创新驱动的新企业创业核心要素识别及其动态演化研究”（72091313）；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72091310）课题一“数字经济下的创新驱动创业的

基础理论”（72091315）；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打通科技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对策研究”（202400410047）
作者简介：姚梅芳，博士，吉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创业管理与管理会计；于莹，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通讯作者）吴静，博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

方向：科技政策与农业创新型企业；葛宝山，博士，吉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创新与创业

管理。

63



技术经济 第 41 卷 第 5 期

元学习进一步提升初创企业绩效，即双元学习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此外，环境动态性作为初创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显著特征，其对企业学习方式的影响不容忽视（陈国权

和刘薇，2017）。外部环境在为企业输入资源的同时又要求企业适应环境变化，这种把握与适应环境变化的

方式即为学习（March，1991）。针对不同水平的环境变化，初创企业需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加以应对。鉴于

此，选取环境动态性为边界条件，以探讨其对网络导向、双元学习与初创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为揭示初创企业网络导向与绩效的因果关联机制，立足于学习视角引入双元学习为中介

变量以探讨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双重中介机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其中

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该结果，一方面支持了前人研究提出的网络导向无法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论断，证实

其中介机制研究具备合理性；另一方面为网络导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有助于揭示

网络导向提升企业绩效的“黑箱”，丰富网络导向理论研究。另外，考察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发挥中介作

用的边界条件，由于双元学习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而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市场来说，动态环境是

其显著特征。因此，引入环境动态性作为情境因素，考察环境动态性对双元学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并进一步检验环境动态性对两条中介机制的调节作用。对该边界条件的考察有助于明晰在何种情况下，初

创企业如何通过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实现网络导向对企业绩效的转化。本文结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社

会网络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为创业实践提供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
网络导向是指企业构建和利用内、外部网络关系的态度与倾向，其本质是一种战略导向（Sorenson et al，

2008；董保宝等，2016）。根据战略导向相关研究，战略导向描述着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方式，通过指导企

业沿着特定的战略方向开展行动以实现卓越的绩效（Obeidat，2016）。因此，对于自身资源严重匮乏的初创

企业来说，要想在动荡的环境中存活，就需要依赖于外部网络关系来获取创业所需资源，即采取网络导向战

略。根据“导向驱动行为”的逻辑关系，网络导向能够驱动企业积极构建网络关系并开展网络活动，引导企业

对外部资源的访问。任萍（2011）指出高度的网络导向有助于初创企业优化网络特征，降低资源获取成本，引

入创业所需资源以弥补其先天性资源缺陷。王小伟（2014）认为与利益相关者的积极互动有助于初创企业在

网络关系中树立信任、认同与声望，取得合法性，进而提升企业绩效。金永生等（2017）则认为高度的网络导

向能够促进企业与顾客间的信息共享，实现价值共创，帮助初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并提高绩效。此外，部分

学者立足于能力视角，认为网络导向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创业能力（董保宝等，2016）、战略能力（郝生宾等，

2019）等能力因素，进而提升创业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

（二）网络导向与双元学习
双元学习包括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其中，前者是企业追求新知识的学习方式，要求企业与客户、

供应商、经销商、竞争对手等建立关系，进入到与现有知识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开展搜寻行为，以获取不同于

现有知识的新知识（Levinthal和March，1993；Atuahene‑Gima和Murray，2007；Titus et al，2014），进而沿着全新

的技术轨迹实施变化、试验与创新等活动（March，1991），最终创造出新知识（包括新专利、新产品、新技术、新

替代方案等）（Schilling和 Phelps，2007）。而后者是对现有知识的改进、扩展和再利用，这种学习方式要求企

业进行局部搜寻，即在有限的、明确定义的领域搜寻与原有知识、技术相近的知识（Li et al，2010），沿着原有

技术轨迹开展精炼、选择、实施与执行等活动（Levinthal和March，1993；Su et al，2009），进而导致现有知识、技

术和范式的改进。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网络导向能够驱动初创企业构建网络关系以访问外部资源，这些网

络中嵌入的知识与信息是创业学习的重要投入要素，需经过获取、整合与创造等学习过程转化为企业可理

解、可利用的知识资源，才能作用于企业绩效。贾玥等（2020）指出网络导向是学习的有效推进机制，因为网

络导向强化了网络关系的重要性，极大提升了企业接触并获取外部资源的可能性，为企业的学习活动提供资

源支撑。因此，认为网络导向驱动初创企业访问外部知识、技术与信息等资源，为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

输送投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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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网络导向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网络导向高的初创企业倾向于建立尽可能多的外部关系，扩展企

业搜寻新信息、新技术的范围（郝生宾等，2019），促使企业突破地理和技术上的限制与跨越组织边界的主体

建 立 联 系 ，进 入 尚 未 探 知 的 领 域 以 获 取 异 质 性 的 新 知 识 、新 技 术 与 新 信 息 等 ，引 发 探 索 式 学 习

（Atuahene‑Gima和 Murray，2007）。而且高度网络导向能够指导企业建立合作、密切、信任的外部关系（董保

宝等，2016），进而激发知识共享意愿、降低知识转移成本，有助于企业获取专有知识及复杂的隐性知识

（Dyer 和 Nobeoka，2000；Levin和 Cross，2004；Tao et al，2020），提升探索式学习的效率与效果。同时，高度的

网络导向强调对内构建开放性网络，鼓励内部成员积极地互动与合作，以增强知识创造能力（Dutton和

Heaphy，2003）与整合能力（Almeida和 Phene，2004）。网络导向战略指导企业实施去集权化管理，授予员工

更多的自主权，鼓励员工试验新想法、学习新技能，并针对不熟悉的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等（Zhao，2020），

进而触发探索式学习。

其次，网络导向正向影响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驱动下，初创企业将积极与拥有相近知识的企业建立

紧密联系，通过局部搜寻获取与现有知识相近的知识，进而强化和加深企业对现有知识与技术专长的理解

（Rosenkopf和 Almeida，2003），促进利用式学习。高度网络导向所形成的信任机制则有助于隐性知识的转

移，这些难以表达的隐性知识为现有的显性知识提供了深层次的意义和理解（Becerra et al，2008），进而促进

利用式学习（Miller et al，2006）。而且高度网络导向所鼓励的内部沟通与互动是利用式学习的基础，促使企

业内部树立积极的知识共享态度，提高知识传播的速度与质量，提升利用式学习效率。据此，提出假设：

初创企业网络导向对探索式学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a）；

初创企业网络导向对利用式学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b）。

（三）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
根据双元学习相关研究，两种学习方式对初创企业成长至关重要（Patky，2020）。探索式学习能够有效

增加企业的新知识存量并不断培育新的能力（Cai et al，2016）。探索式学习要求企业沿着全新的技术轨迹进

行试验与创新，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突破性创新（潘松挺和郑亚莉，2011）。通过接触新知识与新信息，企业

能够及时捕捉市场机会并创造出与市场需求高度匹配的新产品，进而在新的市场建立竞争优势并提升企业

绩效（Lin和McDonough，2014）。而利用式学习则有助于企业实现渐进性创新（潘松挺和郑亚莉，2011），并对

现有产品进行更新或改良以确保企业在成熟市场保持市场占有率、维持原有优势地位（He和Wong，2004）。

Katila和 Ahuja（2002）指出企业对其知识的熟悉程度越高，其问题解决能力越强，进而表现出更优异的绩效。

因此，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均有助于提升初创企业绩效。

结合前文所述，在网络导向驱动下，企业所构建的网络关系形成了资源通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具有

高度网络导向的初创企业一定会表现出卓越的绩效，网络导向所引入的外部知识、技术与信息等能否被有效

运用，还取决于企业通过学习机制对知识资源的创造、整合与利用。也就是说，网络导向的驱动力需经由学

习实践才能作用于绩效。根据上述逻辑，推断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是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两

条重要的中介机制。据此，提出假设：

探索式学习在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H3a）；

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H3b）。

（四）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根据权变理论，环境动态性用于衡量外部环境变化的迅速性及难以预测程度（Dess和 Beard，1984），是影

响企业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键权变因素。高度动态的环境具有技术快速迭代、顾客偏好与市场需求不断变

化、竞争对手的行为持续发生改变的特点（Miller和 Friesen，1982）。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市场

环境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因此在中国情境下运营的初创企业应该密切关注环境变动的影响（Li et al，
2008）。

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企业的技术与知识很快过时，产品生命周期大幅缩短，原有能力难以适应变动的

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生存与成功的关键在于持续地创造新知识而不是利用现有知识，即企业必须更多

地依赖于探索式学习而非利用式学习（Tsai和 Huang，2008）。通过探索式学习，初创企业不断创造新知识与

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和新服务以满足变动的顾客需求，发掘新的利基市场，满足甚至是引领新的市场需求，进

而建立竞争优势并提升企业绩效（Li et al，2012）。探索式学习是寻求变化的过程，有利于企业实现突破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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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而这种创新或多样性变化恰恰为动态性环境所欢迎（Lennerts et al，2019；McGrath，2001）。由此可见，在

动态性环境中探索式学习对初创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强烈。

相反，稳定的环境中没有明显的技术改变，消费者偏好与市场需求在长期内保持平稳。因此企业的知识

与技术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价值，没有大幅度修改产品的必要，企业将受益于改进和利用其现有的知识

（Cruz‑González et al，2015；Zhou et al，2005）。也就是说，企业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利用式学习来改进组织惯

例，提升组织效率，不断对现有产品或服务进行更新或改良以确保企业在原有成熟市场的优势地位进而提高

企业绩效。然而，过多的探索式学习需要高昂的成本、涉及巨大的风险，并且所产生的变异很可能无法被企

业利用而导致企业效率低下（Li et al，2010）。由此可见，在稳定的环境中利用式学习对初创企业绩效的促进

作用更为强烈。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探索式学习与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H4a）；

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利用式学习与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H4b）。

结合前文论述，当网络导向驱动企业构建网络关系并从中获取资源时，何种知识、技术与信息能够被企

业选择，以及企业对这些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方式可能与环境动态性有关。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下，为避免被快

速变动的市场淘汰，企业从外部网络获取新知识与新技术从而开发新产品的需求极为强烈与迫切

（Santos‑Vijande和 Alvarez‑Gonzalez，2007）。此时，高度的网络导向驱动初创企业搭建外部网络资源通路，有

效引入新知识、新技术与新信息，进而促进探索式学习，最终提升企业绩效。而且高度网络导向引入的市场

最新动态，能够有效缓解环境动荡为企业施加的压力、焦虑与风险（Sheng et al，2011）。而在稳定环境中，企

业并不需要大幅度修改产品，仅需对现有知识与技术进行增量改进便足以满足当前的市场要求（Zhou et al，
2005）。此时，网络导向驱动初创企业对外开展局部搜寻获取与现有知识相近的知识，并对内进行去集权化

管理、营造积极的合作氛围，促进企业对现有产品与服务的增量改进，开展利用式学习以提升企业绩效。也

就是说，相较于稳定环境，当环境高度动荡时，探索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强，

而利用式学习的中介作用更弱。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假设：

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探索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

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H5a）；

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

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H5b）。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模型，如图 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以初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并借鉴 Zahra和 Bogner（1999）的观点，将成立时间不超过 8年的企业界定为初

创企业。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借鉴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选择被

广泛应用的成熟量表来测度关键研究变量；为确保问卷设计的合理性，邀请 4位创业领域的资深专家对问卷

进行审阅，并根据其意见对问卷进行反复修订，形成初始问卷；为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对长春市的 8家初

创企业进行预调研，结合调研结果对初始问卷进行完善，形成最终的调研问卷。

根据中国城市创业活动指数（2015年）报告，选取广州、北京、天津、长春 4个创业活跃度较高的城市作为

数据采集区域，并通过当地的创业园向初创企业发放问卷。问卷以纸质问卷或电子问卷的形式发放，由各企

业的董事长、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或高层管理人员填答。本调研始于 2020年 5月，截至 2020年 9月，

共发放问卷 400份，回收 337份，最终提取有效问卷 285份，有效回收率为 71.25%。从公司成立时间来看，成

立 3~5年的数量最多，占 50.53%，此外，成立 1年以下、1~3年、5~8年分别占比 4.21%、21.75%、23.51%。从公

司规模来看，员工人数在 10人以下、11~30人、31~50人、51~100人、101~200人、200人以上的企业分别占

25.26%、36.49%、21.05%、13.33%、2.11%、1.75%。从行业类别来看，高科技企业占比 7.02%，其他行业占比

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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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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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测量
本文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并结合本文研究目的进行量表制定。问卷采用 Likert7级量表对各变量进行

测度，7分表示“完全同意”，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

1. 网络导向

采用董保宝等（2016）针对中国初创企业开发的量表，从网络合作性、网络关注度与网络开放性三个维度

测量网络导向，共计 15个题项。其中，网络合作性的测量采用 5个题项，代表性题目如“企业内部针对某一问

题经常交换信息使其得以解决”“企业内部经常沟通交流以便发现问题”“企业频繁地与外部主体交流以互换

资源”；网络关注度的测量采用 5个题项，如“企业关注从外部主体获取的信息”“企业关注外部主体所关注的

问题与想法，并合理采纳”“企业关注自身所处的网络范围”；网络开放性的测量包括 5个题项，如“企业内部

采取灵活多样去集权化管理，以构建宽松和谐的氛围”“企业鼓励员工参与内部管理”“企业经常评估员工所

关注的问题与想法”。

2. 双元学习

借鉴 Atuahene‑Gima和 Murray（2007）开发的量表，分别用 5个题项测量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其

中，测量探索式学习的代表性题目如“企业寻求高风险的、有待实验的产品/服务相关的知识”“企业不断获取

知识从而开展产品/服务开发项目，进而开启新领域（例如新市场和新技术领域）的学习”；测量利用式学习的

题目如“企业不断搜集信息来改进产品/服务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企业不断搜集有关产品/服务问题的公

认的、已被证明可行的解决方案”。

3. 初创企业绩效

借鉴 Li和 Atuahene‑Gima（2001）及 Li和 Zhang（2007）的研究，将初创企业绩效划分为获利性与成长性两

个维度。获利性由投资回报率、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利润增长、总体运营效率 5个题项来测量；成长性

由销售额增长、市场份额增长、现金流、公司声誉 4个题项来测量。研究采用主观的绩效测量方式，即要求受

访者将各绩效指标与企业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继而做出主观评价。

4. 环境动态性

借鉴Miller和 Friesen（1982）的量表并进行适当调整，形成了包含 5个题项的量表用以反应企业所属行业

的技术与市场等方面的变化速度，代表性题项包括“本企业的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变化迅速”“本企业所在行

业的技术变化迅速”“本企业的竞争对手的行为变化迅速”等。

5. 控制变量

本文对可能影响解释变量的干扰因素进行控制。在企业层面上，企业规模决定着企业拥有的资源与能

力，企业年龄决定着企业的经验（Chen，2009），对创业绩效具有影响。因此，将二者设置为控制变量，企业规

模由员工人数来度量，企业年龄即为企业成立的年限。在行业层面上，将行业类别设置为虚拟变量，1表示

“高科技行业”，0表示“非高科技行业”。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同源方差检验
由于采用同一方法测量相同被试群体获取数据，可能造成同源偏差，使变量即使在理论上不具有关系也

可能呈现出相关性。因此，采用 Harman单因子法予以检验，即对量表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未旋

转因子情况下析出 4个因子，累计解释总变异量的 70.969%，并且第一个因子对总变异量的解释率为

39.355%，低于 50%临界值。因此，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差问题。

（二）信效度检验
使用 Cronbach’s α 系数、组合信度（CR）检验量表信度。SPSS 26.0软件分析显示各变量 Cronbach’s α 系

数均高于 0.7，组合信度（CR）值均高于 0.7，表明变量各自的测量题项具备一致性与相关性，通过信度检验。

从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两方面检验量表效度。在内容效度方面，对关键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成熟量表并

经过专家审查与预调研，已确保良好的内容效度。在结构效度方面，使用 Amos 26.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以检验量表的聚敛效度与区分效度。首先，聚敛效度采用因子载荷值、AVE值与拟合优度指标进行判断。

结果显示，各变量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5，AVE值均大于 0.5，说明各变量下的测量题项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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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聚敛效度较好。整体拟合优度指标显示 χ2/df=2.222，CFI=0.923，TLI=0.917，RMSEA=0.066均符合标准，说

明模型适配度较好。其次，区分效度采用比较 AVE的平方根与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方法进行检验，结

果见表 1，各变量在对角线上的 AVE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说明各变量间具

有较好的区分度，量表区分效度较好。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使 用 SPSS 26.0 对 变 量 的 均 值 、标 准 差 与

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1。从主要

变量间系数可以看出，网络导向分别与探索式学

习（r=0.652，P＜0.01）和利用式学习（r=0.427，P＜
0.01）显著正相关，同时探索式学习（r=0.517，P＜
0.01）、利用式学习（r=0.444，P＜0.01）均与初创企

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各主要变量间相

关系数均小于 0.7，说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多重

共线性问题。结果初步证实本文模型与假设在

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提供支持。

（四）假设检验
1. 主效应检验

采用回归分析法检验主效应，在模型中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与因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2，可见网络

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69，P＜0.001），假设H1得到验证。

2. 中介效应检验

Baron和 Kenny（1986）提出的逐步回归法是以往检验中介效应所采用的传统方法，然而这种方法由于易

低估错误率、检验功效低等缺点而逐渐受到质疑。目前，更为科学有效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是 Bootstrap法，

这种方法检验效率高，并且适用于检验多重中介模型。因此，本文采用 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并参

照 Zhao et al（2010）提出的检验程序依次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系数是否显著（结果见表 3），中介变量对

因变量的系数是否显著（结果见表 3），以及系数

乘积是否显著（结果见表 4）。从表 3可以看出，

模型 2显示网络导向与探索式学习的系数为

0.623，且 95%的置信区间［0.536，0.710］不包含

0，说明网络导向对探索式学习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假设 H2a得到验证；模型 3显示网络导向与利

用式学习的系数为 0.363，区间［0.270，0.456］不

包含 0，说明网络导向对利用式学习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假设 H2b得到验证；模型 4显示探索式学

习与利用式学习分别对初创企业绩效呈现显著

正向影响。

中介效应的检验，即对系数乘积的显著性检

验结果见表 4。探索式学习的中介效应系数为

0.294，置信区间［0.207，0.383］不包含 0。因此探

索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

中介作用，假设 H3a得到验证；利用式学习的中

介效应系数为 0.141，置信区间［0.092，0.193］不

包含 0。因此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

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H3b得到验证。

当控制中介效应之后，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行业类别

网络导向

探索式学习

利用式学习

环境动态性

初创企业绩效

均值（Mean）
标准差（S.D）

1
1

0.370**
-0.152*
0.195**
0.131*
0.093
0.012
0.053
2.933
0.787

2

1

0.046
0.032
0.034
-0.076
-0.017
-0.043
2.358
1.159

3

1

-0.022
-0.023
-0.025
-0.098
-0.090
0.070
0.256

4

0.765

0.652**
0.427**
-0.010
0.387**
4.918
0.858

5

0.889

0.251**
0.054
0.517**
4.458
0.820

6

0.867

0.062
0.444**
4.426
0.740

7

0.861

0.667**
3.093
0.692

8

0.866

4.281
0.811

注：对角线上黑体数值为 AVE平方根；***、**、*分别表示在 0.001、0.01、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 2 主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变量

Constant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行业类别

网络导向

R2

F

模型 1
初创企业绩效

2.618
-0.031
-0.020
-0.260
0.369***
0.147
13.238

注：***、**、*分别表示在 0.001、0.01、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双尾检验）。

表 3 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结果（a）
模型

变量

Constant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行业类别

网络导向

探索式学习

利用式学习

R2

F

模型 2
探索式学习

1.382
0.010
-0.004
-0.032
0.623***

0.426
51.922

LLCI
0.907
-0.058
-0.107
-0.322
0.536

ULCI
1.857
0.079
0.100
0.259
0.710

模型 3
利用式学习

2.667
-0.069*
0.047
-0.008
0.363***

0.193
16.691

LLCI
2.158
-0.142
-0.064
-0.320
0.270

ULCI
3.175
0.005
0.158
0.303
0.456

模型 4
初创企业绩效

0.929
-0.009
-0.036
-0.242
-0.066
0.471***
0.389***

0.382
28.646

LLCI
0.327
-0.080
-0.143
-0.541
-0.191
0.350
0.276

ULCI
1.532
0.061
0.071
0.058
0.059
0.593
0.502

注：***、**、*分别表示在 0.001、0.01、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双尾检验）；LLCI
和 ULCI为 Boo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的系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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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的置信区间［-0.191，0.059］包含 0，即直接效应

变得不显著，说明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对网络导

向与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3. 调节效应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模型由并列中介构成并且调节变量作用于

中 介 过 程 的 后 半 路 径 。 因 此 ，采 用 SPSS 软 件 的

Process插件 Model 14对调节作用与有调节的中介作

用进行检验，Bootstrap分析结果分别列示在表 5和表

6。从表 5可以看出，探索式学习与环境动态性交互

项的置信区间［-0.160，0.015］包含 0，说明环境动态性

对探索式学习与初创企业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

显著，假设H4a未得到支持。而利用式学习与环境动态

性的交互项系数为-0.118，置信区间［-0.213，-0.024］不

包含 0，说明环境动态性显著负向调节利用式学习与

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假设 H4b得到验证。为直观呈

现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本文分别以高于或低于均

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描绘在不同环境动态性水平

下，利用式学习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差异。从图 2
可见，与环境动态性高水平相比，当环境动态性处于

低水平时，利用式学习对初创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更强。

Bootstrap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6，分
为两条中介路径呈现。对于探索式学习的中介路径

来说，调节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0.102，0.009］包

含 0，说明调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即探索式学习在网

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没有受到环

境动态性的调节，假设 H5a未得到支持。对于利用式

学习的中介路径来说，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标为-0.043，
置信区间［-0.088，-0.003］不包含 0，说明环境动态性

显著负向调节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

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假设 H5b得到验证。为进一步描

述该有调节的中介作用，Bootstrap通过对调节变量取

均值及加、减一个标准差以形成中、高、低三个水平，

以检验在不同调节变量水平下中介作用的差异，呈现

为条件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从表 6可见，在低、中、高

不同环境动态性水平下，利用式学习的中介作用的置

信区间分别为［0.100，0.202］、［0.084，0.157］、［0.047，0.132］均不包含 0，且效应系数逐渐变小，这说明与环境

动态性高水平相比，当环境动态性处于低水平时，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更强。

表 6 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分组统计

路径一：网络导向→探索式学习→初创企业绩效

路径二：网络导向→利用式学习→初创企业绩效

条件中介效应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低环境动态性（-1sd）
中环境动态性（mean）
高环境动态性（+1sd）

Effect
效应值

-0.045
-0.043
0.148
0.119
0.089

Boot SE
0.028
0.022
0.026
0.018
0.022

95%置信区间

LLCI
-0.102
-0.088
0.100
0.084
0.047

ULCI
0.009
-0.003
0.202
0.157
0.132

结果

不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表 4 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结果（b）
路径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探索式学习的中介作用

利用式学习的中介作用

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

Effect
效应值

0.294***
0.141***
0.435***
-0.066

95%置信区间

LLCI
0.207
0.092
0.339
-0.191

ULCI
0.383
0.193
0.535
0.059

结果

显著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注：效应数值为标准化系数；***、**、*分别表示在 0.001、0.01、0.05水
平上显著相关（双尾检验）。

表 5 Bootstrap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Constant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行业类别

网络导向

探索式学习

利用式学习

环境动态性

探索式学习×环境动态性

利用式学习×环境动态性

R2

F

Effect
4.378
-0.017
-0.024
-0.047
0.002
0.415***
0.327***
-0.728***
-0.072
-0.118*

0.772
103.466

LLCI
3.979
-0.060
-0.090
-0.231
-0.075
0.341
0.257
-0.795
-0.160
-0.213

ULCI
4.778
0.027
0.041
0.137
0.079
0.490
0.397
-0.660
0.015
-0.024

注 ：***、**、*分 别 表 示 在 0.001、0.01、0.05 水 平 上 显 著 相 关（双 尾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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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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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双元学习视角，以初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并采集 285份样本数据，以实证检验网络导向

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探讨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得出如下结论：

（1）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导向作为初创企业构建网络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能够有效引入创业所需的关键资源，以弥补其先天性资源缺陷、解决创业问题，促使企业培育强大的能力，进

而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并提升初创企业绩效。

（2）双元学习在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网络导向

无法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论断，说明有关二者中介机制的研究具备合理性。网络导向引导初创企业对外部

知识与技术等资源的访问，而双元学习决定着企业对资源的获取与整合方式，通过探索式学习获取新知识并实

现知识创造，通过利用式学习获取与现有知识相近的知识以实现知识改进。而这两种学习方式对初创企业的

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探索式学习有助于打造全新的产品进而在新的市场建立竞争优势并取得优异的绩效，而

利用式学习则有助于现有产品的更新或改良以确保企业在成熟市场保持原有优势地位，改善企业绩效。

（3）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利用式学习与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同时负向调节利用式学习的中介效应。然

而，环境动态性对探索式学习与初创企业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未被支持，同样地，对探索式学习的中介

效应也不具有调节作用。这一偏差的可能原因是探索式学习效果受到环境动态性的持续时间的影响。当环

境在长期持续高度动态时，初创企业将专注于探索式学习以期创造新产品、构建新的竞争优势，而过度整合

陌生知识将导致企业效率低下并引发高额成本，甚至损害企业信誉与口碑，这些不利影响可能抵消探索式学

习的收益，无法提高企业绩效（Lee和 Huang，2012）。也就是说，在动态环境中开展探索式学习的初创企业并

不会显著提高其绩效。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初创企业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初创企业

管理者应认识到网络导向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应重视网络导向的培育。与成熟企业相比，初创企业自

身资源十分有限，这是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初创企业管理者应培育积极的网络导向促使企业借

助外部网络获取创业所需资源进而摆脱创业失败的厄运。具体来说，初创企业管理者应重视企业网络合作

性的搭建，鼓励内部员工之间、内部员工与外部关系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实现信息共享、机会识别、资源

互换的目的；应重视企业网络关注度的搭建，关注外部关系主体相关的信息，并关注企业所属网络范围，与网

络成员构建积极、紧密的联系；应重视企业网络开放性的搭建，对内实施去集权化管理，授予员工更多的自主

权，鼓励内部成员间积极地沟通与合作，培育和谐的组织氛围。第二，初创企业管理者应认识到企业与利益

相关者进行网络互动时，探索新知识固然重要，但对其现有知识进行改进也不容忽视。一方面，管理者应正

确认识探索式学习，适时适度地开展探索式学习。本研究发现当环境长期动态时，具有高度网络导向的初创

企业所开展的探索式学习并不会提升企业绩效，因为过度的探索式学习可能引致低效率与高成本的负面后

果，进而抵消探索式学习的收益，最终无法提高企业绩效。这一发现可能与管理者的传统认知截然相反。因

此管理者需要改变以往一味地强调探索式学习的观念，适时适度地开展探索式学习。另一方面，管理者应充

分重视利用式学习。虽然利用式学习无法为企业带来突飞猛进的改变，但改进现有知识与产品能够维持企

业在成熟市场的市场份额，确保企业的生存。因此，在网络导向实施过程中初创企业应关注对相近知识的搜

寻以提升现有知识、改良现有产品。

虽然本研究为管理研究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启示，但仍存在不足。首先，样本数据为横截面数据，但由于

因变量初创企业绩效存在滞后性问题，采用横截面数据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

究可采用纵向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以完善数据测量。其次，样本企业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因此，未来研

究可适当扩大样本范围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遍意义。最后，仅考虑了外部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而未考虑组织

内部环境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企业发展阶段、组织文化等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以进一步探讨中介效

应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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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Orientation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Ambidextrous Learningand Environmental Dynamism

Yao Meifang1，Yu Ying1，Wu Jing2，Ge Baoshan1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ics，Zhengzhou 450046，China）
Abstract：Drawn from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ambidextrous learning view，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network orientation o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and to further examin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mbidextrous learning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85 Chinese start‑ups，the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bootstrapping metho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network orien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Network orientation positively affects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fu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orientation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nvironmental dynamism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ed path through exploitative learning，however，has no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mediated path through
exploratory learning.
Keywords：network orientation；exploratory learning；exploitative learning；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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